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程斯宇 

内容提要 1942年春至 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 

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 

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 

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 

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 

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 

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 

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 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 

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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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上旬，以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作标志，一场内 

容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①的整风运动 

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两个不平衡：一是对延安及陕 

甘宁边区的整风关注较多，对广大敌后根据地整风探讨得少②；二是对除审干之外的整风运动介绍 

得多，对审干问题细致研究得少。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初步探讨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 

动，并把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审干问题作为重点展开论述。③ 本文之所以将包括晋冀鲁豫、晋察 

冀、山东、晋绥四大根据地的华北确定为研究地域 ，主要因为中共在该区域内的根据地分布最广、组 

织力量最雄厚、局部执政实践最丰富，展开整风审干运动的过程中自然会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 

图景。 

①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2月 1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解放 日报》，1942年4月27日，第1版。该文 1953年 

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 

② 2O世纪9O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目前除陕甘宁根据地外，对其他根据地、各中央局、八路军办事处等的整风基本没有研 

究。”(任贵祥：《延安整风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4期，第75页) 

③ 李里峰简要介绍过山东整风审干的基本方法、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不过其所涉审干并不都是整风期间的。(参见李里 

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214—224页)蒋艳平的研究 

虽展现了华北整风的基本进程，但对审干的讨论偏重于“抢救”阶段。(参见蒋艳平《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整风运动》，硕士学位论 

文，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2012年，第31．_42页)上述成果为本文写作提供 了启示，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有可深入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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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从学习到审干 

中共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基本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及各中央分局依照 

上级相关指示具体领导的①，前后历时3年多。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华北的最高派出机关，始终 

密切关注延安的各种政策动向。1942年初中央发出整风号召后，北方局宣传部于 3月 3 Et通知各 

分局、区党委：今年的“五五学习节”，应“使党内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首先从 

干部教育中生动的具体的实现起来”。② 华北的整风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4月 3 13，中宣部发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 

的决定》(通称第一个“四三决定”)，对阅读讨论中央文件的方法、目标、时间规划等作了详细 

说明，并规定应重点学习的文件篇 目。③ 这一决定使整风演变为一场“学习运动”。华北各地 

在整风之初多以“三风”为框架，检讨本区工作之不足。太岳区较早吸收“四三决定”精神 ，抓 

住“学习”这个核心。4月 16日，该区党委发出整风指示，效仿延安也将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 

但未作细致部署。④ 10天后，北方局宣传部对整风学习作了较详细的安排，并表示“华北敌后 

是处在战争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 ，因之阅读与讨论时间，应较延安长一些”，规定讨论整风文 

件时间为 5个月 ，“平原地区，尚可延长一个月到两个月”。⑤ 但是，运动在华北未能按部就班地 

展开 。 

从 1941年春开始，日伪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旨在彻底消除以中共为主的抵抗力量 

威胁”。⑥ 至当年秋季，已给各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八路军副总司令、时任北方局书记彭德怀表 

示：“一年来我根据地缩小了约六分之一。特别是在统制舆论，进行武断宣传，散布失败情绪方面， 

在收买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方面，在制造汉奸、利用叛徒方面，敌人都有了不少的收获。”⑦进入 

1942年后，日伪“扫荡”持续，华北“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⑧ 敌后整风只能个别、分散 

地开展。由于“根据地军民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投入反‘扫荡’作战，所以整风文件的学习时断时 

续”。⑨ 各地规划的整风进度也无法一致。例如，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直到 1942年 10月才制定学 

① 根据地初创时，华北各地党组织均受重建后的北方局领导。此后，抗战期间中央又在华北先后成立过北方分局：晋察冀 

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太行分局、平原(冀鲁豫)分局。(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中共党 

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 129、131、143、153、176、177页)由于各根据地为敌方势力所切割，处于分散状态，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 

中央局、中央分局具备一定自主性。北方局坐镇太行，对晋冀鲁豫整风的领导比较直接。(参见陈鹤桥《邓小平在北方局工作时的 

几件大事》，《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 日战争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786 

页)晋察冀、山东的整风分别由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具体领导，北方局主要配合中央作一些指导工作。从 1943年4月起，晋绥分 

局改归西北中央局领导，与中央联系较紧密。 

② 《中共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整顿三风发表关于五五学习节的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第1版。 

③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l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63_364页。 

④ 中共太岳区党委：《关于深入研究中央决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16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太岳抗 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344页。 

⑤ 《中共北局宣传部关于研究讨论廿二种文件的通知》，《抗战 日报》，1942年5月5日，第1版。 

⑥ 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导言”，第 1页。 

(z) 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年 11月1日)，《抗战以来选集》第2集中册，中共中央 

北方局 1944年编印，第85页。 

⑧ 《华北各抗 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解放 日报》，1942年 6月7日，第 1版。 

⑨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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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计划，比前述北方局规定整整错后了5个月。① 而 1942年冀南区的整风“还未真正开始”。② 两 

区地处平原，战争压力更大，这也是其整风进度落后的主因。 

中央对华北的整风密切关注。1943年 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对 

整风学习均未深入”。③ 2月 10日，毛又致电各地方党领导人 ，要求汇报 1942年整风情况④，可见 

中央督促甚急。此时北方局已认识到华北整风的问题 ，并准备解决。⑤ 2月 5 Et，北方局、八路军野 

战政治部( 要求重新动员整风。⑦ 随后 ，各地纷纷制定更加详细的整风计划。与此同时，为将运动 

推向深入，北方局及各分局、区党委还依托原有或新开办党校集中干部整风，有的地方还开办了专 

门的整风学校或训练班。北方局认为，该做法的优点在于“使实际工作中的干部，得到专门阅读文 

件、思考问题、整理工作、反省自己的相当机会”。⑧ 

华北紧锣密鼓地重振整风学习之际，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由“学习”进入了“审干”阶段。前述毛 

泽东给彭德怀电报已提及审干问题，称干部教育须“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 

部”。⑨ 然而，该电精神未能立即体现在北方局 2月 5 Et指示中。新一轮的审干，要与整风学习紧 

密结合，此乃中央的“新精神”。晋绥根据地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1943年 1月下旬，晋西北军区 

明确表示：“在深入整风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审查 ，对每个干部党员作全面的历史的鉴定”，同时“一 

面依靠干部的自觉反省，一面从他的自传书和总反省笔记中加以组织上的审查”，发现优良模范干 

部，帮助落后干部进步。⑩ 

1943年2月，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整顿‘三风’是审查干部的最好的办法之 
一

”

，能从“思想上来了解干部”。过去的审干“犯了严重的形式主义，要干部背着包袱来听审，粗枝 

大叶谈谈话”，这是对审干的讽刺，应引以为鉴。⑩ 同月做出的分局高干会结论和北方局组织部《关 

于整风审干的指示》，都吸收了彭的讲话精神。⑩3月 18日，晋西北区党委指示称：整风中配合审 

干“不仅能全面地了解干部，而且能充实整风学习的内容”。⑩ 近半个月后，太岳区也开始强调：今 

① 参见《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学习二十二种文件的指示》(1942年 1O月)，张玉鹏、张文杰编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的 

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60页。 

② 《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今后十个月的工作方针》(1943年6 Pl 1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南历史文献选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版，第427页。 

③ 《毛泽东关于敌后形势和当前的中心任务致彭德怀电》(1943年 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八路军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895页。 

④ 毛泽东：《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4页。 

⑤ 1942年末，北方局制定的1943年工作计划未提及整风问题，并j#不重视 ，而是要发专文指示。参见《彭德怀在中共 中央 

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1943年2月 1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146页。 

⑥ 1942年6月底，北方局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合并，对军队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名义，对地方党组织用北方局名义实施 

领导。 

⑦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一九H．Y--年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2月5日)，《八路 军 ·文献》，第899页。 

⑧ 《中共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1943年 7月9日)，《解放 日报》，1943年8月2日，第1版。 

⑨ 《毛泽东关于敌后形势和当前的中心任务致彭德怀电》(1943年 1月25日)，《八路军 ·文献》，第894—895页。 

⑩ 《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对一九四三年政治工作的指示》(1943年 1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工 

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5_56页。 

⑩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论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1943年2月8 

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99页。 

⑩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 2月20日)，《中共 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547 

页；《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综合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版，第273页。 

⑩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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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特别在整风中去审干，以反省笔记作为审干主要材料之一。① 

4月3日，中央做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整风的主 

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对审干、反奸工 

作进行了安排。② 此后，北方局对中央意图的理解 日益加深，其5月所发指示更加明确提出把审干 

与整风学习密切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组织的审阅研究”干部的“反省 自传、历史思想自传和反省笔 

记”。这样既可“得出对干部培养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并且也可能暴露和发现个别品质坏的和个别 

隐藏的奸细”。⑧ 不过，直到 1943年夏，华北的整风审干还未全面展开。例如，太行分局党校 3月 

至 8月开办的首期整风班，就“未专门安排审干的内容”。④ 北岳区第二期整风学习计划也未加入 

审干内容。⑤ 中央对华北部队运动开展状况的总体估计是“整风与审查干部没有联系”。⑥ 8月 8 

日，北方局再次指示整风审干问题(z)，此后相关工作逐步展开，至 1945年夏运动大部结束。⑧ “此 

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⑨ 运动在华北覆盖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参加的干部 

以地、县、区三级为主，在太行区个别县份还深入到了农村支部。⑩ 一部分区党委级以上的地方高 

于被调至延安参加中央直接领导的整风。 

审干的加入，给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首先，强调审干使学习重心发生了转移。运动的第 
一 年，各级党组织都强调以学风学习为基础和重点。彭德怀这样解释：“整学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 

义，也就是反对唯心主义”，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审干与整风结合后，为 

启发干部反省，中央开始偏重同现实联系更紧密的党风学习。1943年 6月6日，毛泽东提示彭：前 
一 阶段的整风“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 

践问题”，只有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党风学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 

其次，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在抽调干部集中整风时，人员的选择也因审干而带有针对性。冀鲁豫区党 

委曾表示，抽调干部时须“调一部分(约占2／5)可能有问题的，目的在于以整风机会让这些干部脱 

离主要工作岗位，专门整风，弄清政治面目”。@ 一些地方还采取了随时发现嫌疑分子随时送去整 

① 《太岳区组联会结论》(1943年3月30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51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1992年版，第29、32—33页。 

③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审查与鉴定干部的指示》(1943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 

187页。 

④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⑤ 参见《北岳区第一期整风学习的总结与今后整风学习的方向——四月十六日胡锡奎同志在北岳区学习委员会三次委员 

会上的报告和结论》，《晋察冀日报》，1943年4月20日，第4版。 

⑥ 中央军委军政研究室：《敌后我军整风概况》(1943年6月 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 

207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1943年 8月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 日战争时期卷，第59O一 

591页。 

⑧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终止于此。华北敌后各根据 

地的情况与延安不同，没有类似能够标志运动结束的事件。 

⑨ 《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聂荣臻》(1942年 7月4日)，《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选编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4年版，第30页。 

⑩ 参见太行区党委办公室《一九四四年冬季几个支部整风的经验》(1945年 12月)、区党委办公室：《一九四五年支部整风 

经验》(1946年6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编：《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335—351页。 

⑨ 《彭德怀同志报告整风学习》，《新华日报》，1944年 l0月21日，第4版。 

⑥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444页。 

⑩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向北方局、党中央的报告》(1944年4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 

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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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办法。太岳区集中起来的干部中，有许多是“除原确定数 目之外”各地委“自动送来”的。① 

讨论华北整风从“学习”转向“审干”时，还须注意两点。一是在运动进程上，华北与延安间存 

在约半年的时间差，有的地方时间更长。② 前述战乱问题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如时任 

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所讲，在频繁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整风不易按部就班、很有规律地进行。③ 

此外，各地党组织领会并正确践行中央指示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在晋察冀根据地体现得十分明显。 

1942年运动伊始，该区将整风视为“一般的公开的统一战线的学习运动”，在成立领导整风的学委 

会时，曾选举国共两党代表为正副主任。④次年8月，毛泽东批评晋察冀分局“对整风至今没有正 

确认识”，对中央两个“四三决定”及各项整风指示“未曾认真研究”。⑤ 1944年初，分局着手改造运 

动领导机关，决定“县级以上成立党内的整风委员会”。⑥ 全区整风才步人中央设计的轨道。分局 

领导在检讨整风以来走“冤枉路”的原因时称：“高级领导机关满足于过去的工作成绩和‘模范’称 

号”，“形成严重的自由主义闹独立性的倾向”，“认为上级不了解情况，也不肯向其他根据地虚心学 

习，自称特殊 ，标新立异”。⑦ 可见，地方党在执行中央指示时也有基于 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及考 

虑，时间差的背后包含着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过程。北方局结合华北实际，起初计划 自1943年 8 

月至次年6月进行整风，之后开始审干，争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⑧ 但在中央不断督促及斗争 

形势变化的影响下，华北各地急于审干以追赶进度的情况逐渐显现。1943年底，北方局改变了数 

月前的安排，提出“不一定要在整风完结后才进行审查干部”。⑨ 而下级党组织在实际操作时，不仅 

“两步并一步”，更有甚者只审干不整风，加重了运动中后期产生的“左”倾问题。 

二是关于整风和审干关联的分析，学界对此曾存在争论。⑩ 其实，审干乃整风之任务毋庸置 

疑，且运动从“学习”转向“审干”，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审干是革命年代中共的一项 

经常性组织工作。“干部确实整理清楚，党才有可靠的骨干 。⑧ 然而，整风前的审干，效果不够理 

想。有的地方没按计划完成，“除填表之外，并未作出多大成绩”。⑩ 这反映出中共难以充分了解干 

部之现实。晋西区党委曾这样反思：“干部问题的基本关键 ，在于具体深刻的了解干部情况”。可 

我们虽“有不少的调查统计材料，但很少从里面去发现与研究问题”，以致审查结论或鉴定做完后， 

① 聂真：《关于太岳区工作给邓小平的信》(1944年9月 14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20页。 

② 例如，冀热边特委直到 1944 年春才部署所辖区域党组织的整风。参见 中共冀热边特委《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与任务》 

(1944 年4月)，冀热辽人民抗耳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选编：《冀热辽人民抗 日斗争史》，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 

年印，第215—_2l6页。 

③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 日战争时期卷，第546页。 

④ 胡锡奎：《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1944 年 1O月2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史料选 

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470页。 

⑤ 《毛泽东关于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等问题给聂荣臻等的电报》(194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O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8页。 

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1944年 1月20日)，《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 

册。第407页。 

⑦ 胡锡奎：《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1944 年 1O月2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72页。 

⑧ 《中共中央．-Ila2r局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1943年 8月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 日战争时期卷，第 589— 

590页。 

⑨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的指示》(1943年 12月24日)，《八路军 ·文献》，第963页。 

⑩ 参见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o0o年第3期，第 14— 

18页；张卫波：《“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学术研讨会综述》，《理论前a))2oo4年第23期，第46—47页。 

⑥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年版，第150页。 

⑥ 参见《冀鲁豫边区抗 日根据地发展史略(节选)》(1944年)，张玉鹏、张文杰编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第266— 

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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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知受审查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干部”。① 太行区也检讨过对干部能力了解“抽象”，致使鉴别 

出现偏差的问题。② 整风中产生了大量反省材料，为党了解干部提供了机会。仅从弥补此前组织 

工作不足的角度上考虑，整风学习也容易朝审干方向发展。而且，战时审干还包括锄奸反特、清洗 

“托派”等内容。1943年6月初，毛泽东在向彭德怀谈及审干时，明确标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⑧ 

同年 11月，毛在给新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中，更是直接将这年8月 15日颁布的审干指示称 

作“反特务斗争指示”。④ 如晋绥某地委所述：“反特审干是结合为一的，均是整风的内容。”⑧ 

二、探索方法 

华北整风审干全面开展之初，彭德怀就说：“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的各 

种缺点，又从未有过整风的传统和经验”，所以整风“是一件极端精细，非常艰苦的斗争”。⑥ 为确 

保运动稳步前进并达到预期目标，中共作了一些部署。第二个“四三决定”将与审干结合后的整风 

运动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号召所有人“大胆说话，互相批评”；第二阶 

段开始“发扬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最后一阶段应审查干部的思想与历史，弄清其面目，并 

纠正其缺点。⑦ 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便于发现干部群体中存在的问题。 

1943年9月，彭德怀向正在北方局党校集中整风的20余名地委级干部传达了第二个“四三决 

定”精神⑧，这批人返回各地后逐步将之付诸实践，结果出现了“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问题， 

对地方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三期整风班“在批评区党委进入高潮时”，有些干 

部称区党委在政治、组织工作上犯的“都是路线错误”。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亲 自在大会上作了回 

应，才避免产生干部思想上的混乱。⑨ 冀鲁豫军区团以上干部整风会议期间，新老干部一度出现对 

立。⑩ 晋察冀文艺干部整风时，很多人对组织上有意见，“言词偏激，对一些事情捕风捉影”。⑩ 

不过，各地对中央指示的反应也有不同。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时任山东分局书 

记罗荣桓主持分局做出了新的审干指示。⑥ 该文件称，山东的干部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及“组 

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⑩，实际上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的可靠。基于此种认识，分局并 

① 《中共晋西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加紧审查干部与建立干部工作制度的指示》(1942年2月20日)，《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 

第3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 175页。 

② 赖若愚：《审查我们的干部政策、改造干部工作》(1943年9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赖若愚纪念文集》上 

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对国民党现状分析及今后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八路军 ·文献》，第92O—921页。 

④ 《毛泽东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审查干部决定给邓小平等的电报》(1943年 11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2l一 

1949)》第2O册，第630页。 

⑤ 《二地委整风的经验教训》，山西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晋档”)，A44—2—37—1，第7页。 

⑥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会议的讲演》(1943年9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 

编》第6卷，第747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0—32页。 

⑧ 参见《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会议的讲演》(1943年9月6日)，《太行党史资 

料汇编》第6卷，第75O—752页。 、 

(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12页。 

⑩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上卷，大连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_288页。 

⑩ 王平：《王平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73页。 

⑩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⑩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1943年10月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 

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4页。 

】32 



程斯宇／中共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没有依照第二个“四三决定”所规定的具体方法部署审干工作，而是继续强调干部的思想改造问 

题。① 这样做并不违反中央指示，因为第二个“四三决定”也明确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 

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 

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②由此可见，以罗为首的山东分局领导人在 

执行中央指示时很注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1944年9月间，中央派舒同到山东任分局秘书长。他 

强调学习延安的经验，分局才开始以“民主检查”的方式贯彻第二个“四三决定”精神，但也是先试 

点，没有普遍展开。这主要因为罗荣桓和其他分局领导人对此存有顾虑。③ 事实表明，罗荣桓等人 

的担心并非多余。在分局办公厅民主会上，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谩骂、挖苦领 

导，有的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人各占三分之 
一

。 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 日报社社长有专用马匹，喜欢吃辣椒 ，均被视为特殊化，马尾巴被割， 

炒辣椒锅被砸。④ 见此情形，罗荣桓迅速采取纠偏措施，并遵循之前以改造思想为重点的整风审干 

思路，提出民主检查应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⑤ 这样便突出了领导干部自觉进行自我 

批评及反省的重要性，进而由上而下地把整风拉回批评与 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不仅党 

内过去“民主不够的现象”被打破，“群众都敢说话、提意见”了，而且使每个领导干部经历了一次 

“实际的思想教育”，并在群众监督下“逐渐更加改进，更加树起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把领导的水平 

也向前提高了一步”。⑥ 正因如此，党中央高度赞扬了山东整风的成绩，要求各地学习山东的经 

验。⑦ 罗荣桓作为地方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够因地制宜而不教条地执行中央指示 ，这种实事求是的 

精神非常可贵。 

其实，发现干部问题的途径还有许多。自1943年春开始，为配合同国民党的斗争，整风增加了 

时事学习、阶级教育等内容。有的地方围绕相关话题组织讨论，从干部发言表态中寻找问题。晋绥 

分局曾向中央这样汇报：在讨论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问题中，更深入地识别了党员的立场及政治面 

目。⑧ 还有的地方注意检查干部填表及学习情况。冀鲁豫区党委至 1944年4月初，“从写履历 自传 

与学习‘四三决定’过程中”，已发现“高级班和机关300个整风干部”里，“有政治问题者近3O人”。⑨ 

在进行整风审干时，中共十分注重运动的领导方法。整风期间，“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被 

反复强调，因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先解决认识上的问题，然后再组织实践”。⑩ 思想领导大 

致包括三方面内容，即整风动员、反省的启发和干部思想动态的把握。 

整风伊始，必先对干部进行“动员、启发、教育，使大家真正知道整风的意义，鼓动起大家的热 

情来”。⑩ 1943年 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典型的“动员报告”。 

① 参见《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1943年 10月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1辑， 

第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册，第32 3页。 

③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3l1—3l2页；陈华鲁：《大众 日报史话(1939--1949)》，山东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32页。 

④ 《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传》，当代 中国出版社 2006年版，第212—215页。 

⑤ 罗荣桓 ：《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1945年 3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340页。 

⑥ 肖华：《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认识问题》，《展开反省与自我批评》，山东新华书店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9页。 

⑦ 谢有法：《整风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肖华同志》，《回忆肖华》编辑组编：《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⑧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 19日)，《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第121页。 

⑨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向北方局、党中央的报告》(1944年4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2辑下， 

第283页。 

⑩ 赵守攻：《谈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洛阳市党史办编：《赵守攻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341页。 

⑩ 赵守攻：《谈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赵守攻纪念文集》，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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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指出中央号召整风之目的在于使“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更能团结在以毛泽 

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通过介绍中共建党以来的斗争史 

及华北各地抗战以来工作中存在之问题，他解释了当前整风的时机和必要性。最后，其又针对前段 

整风的不足，对干部提出五点具体要求。① 这种动员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有的干部几乎是在对运动 
一 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抽调整训的。② 

启发干部反省是思想领导的第二个方面。反省遇着“难关，这是整风发展必然的过程。指导 

的责任在于努力帮助打破这种难关”。⑧ 中央规定的整风文献是干部反省时的参照标尺。然而，受 

限于文化水平，很多人都存在不完全理解相关名词、理论以及不知道如何联系实际等问题。1943 

年6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级干部整风会上联系华北党的情况，逐条解释了《斯大林论党的 

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篇文献，“在启发同志们的反省上，在帮助同志们学习如何领会文件的精 

神与实质以及如何把文件与实际联系上，均起了决定作用”。④ 领导者在思想启发中还须注意分析 

本区干部队伍所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反省重点的提示。北岳区抗大二分校曾检讨：有些领 

导“没有认真的分析和估计干部在思想上究竟存在什么主要的倾向”，因而“形成有矢无的的现象， 

矢也就无从放起”。⑤ 当然，最能推动干部反省的，还是领导者的率先垂范。晋察冀分局党校在动 

员干部反省时，分局领导人“现身说法”，使听众很受感动，“不觉得有压力”，都“自觉地进行自我思 

想斗争”。⑥ 据怀涿县总结，凡整风较好的几个区，首要特点均是领导以身作则。某区区委“将 自己 

的缺点完全坦白出来，其余的干部就争先恐后地报名，愿在大会上坦白”。⑦ 

反省中的干部会表现出各种状况，领导上就需要经常了解干部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动向”，要 

像“医生对病人每分钟脉搏跳跃的关心一样，给以适当的启发和教育”，否则整风“就会落空”。⑧ 

中共各级党组织在此方面确实下了功夫，对干部心态的把握比较准确。冀鲁豫区就指出，反省中干 

部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反省前害怕、反省中痛苦、反省后愉快。⑨ 很多人确实走过这样的心路历 

程。1944年 7月，针对一些干部在整风反省中“对 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开”，或“畏怯 

同志们对他的小视”等问题，罗荣桓在山东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一切”。 

他结合党史论证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之正确性和地位，并指出目前正因为是以此“为遵循的方 

向，而改造着整个的党”，参加整风的干部才应放下顾虑，抓住这一“最好改造个人自己的时机”， 

“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⑩ 

与思想领导同时进行的是组织领导，主要体现在干部集中后的编组和整风骨干的使用两个 

方面。 

整风审干开始后，各地集中的干部数量很大。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1943年 11月冀南区前 

① 参见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 11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 l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86 93页。 

② 参见邱新野《我的回忆》，中共阜新市委党史研究室1996年编印，第72页。 

⑧ 张际春：《关于目前整风领导上几个问题》(1943年 9月 1日)，《张际春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0年版，第77页。 

④ 杨献珍：《介绍北局地委会议整风学习的经验》(1943年 11月)，《山西革命根据地》1991年第4期，第12页。 

⑧ 李志民：《半年来干部整风学习——摘录抗大二分校五期预科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一段》，中共晋察冀北岳区党委编：《战 

线》第101期，1943年 1月15日，晋档，B2—0447，第50页。 

⑥ 刘苏：《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学习的回忆》，《刘苏》，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印，第241页。 

⑦ 《·ft．涿县一九四四年组织工作总结》，《涿鹿党史资料汇编》第 1集，中共涿鹿县委党史研究室1990年编印，第231页。 

⑧ 胡锡奎：《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1944年 10月25日)，《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74页。 

⑨ 苏振华：《整风报告》(1943年 12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第 115一l16页。 

⑩ 罗荣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4年 7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35_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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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太行山整风的干部有 700余名。① 到 1944年 9月，冀南整风队人数增至约 1100人，冀鲁豫整风 

队有 1000多人。两队干部被合并至平原分局党校。② 太岳区仅整风学校就集中了 868名干部。⑧ 

如北方局所言：“干部是从各个不同岗位中临时调集而来，平 日缺少工作与生活的联系，不易在整 

风中收到更好的相互批判相互帮助之效。”④据参加太行区第二期党校整风班的时任左权县委书记 

杨蕴玉回忆，她所在的整风小组由多地多部门干部混编，“大家平时不在一起工作，所以进行批评 

时也不了解彼此的情况，主要是根据每个人 自我批评的情况提提意见”。⑧ 为解决这种问题，有的 

地方将干部按部门或地域划片分组，确保人员相互了解，以期批评与 自我批评能够深入展开。不 

过，还有党组织认为，应“以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工作经验划分小组”。⑥ 后者也有一定道理，因为 

同组内若干部文化水平、工作阅历不尽一致，在运动中亦难“交锋”。而且即便按地区分组，组内干 

部亦可能“来自不同单位 ，各有不同整风基础”⑦，致使运动进度不易把握。可见，分组方式并无一 

定之规 ，对各地取得经验的评价也见仁见智。 

整风骨干的准备也十分重要。北方局曾强调，审干前必须“首先巩固我们 自己的防御阵地”， 

即确保 13后可能成为运动骨干的人员是“绝对可靠的干部”。⑥ 一般说来，两类人容易成为整风骨 

干，一是历史清楚、本人无大问题的；二是工作于党政军系统的组织、人事或锄奸保卫部门者。据一 

位曾参加晋绥八地委整风的干部回忆，他本人是“第一二个通过审查Jl~．N过关”的，然后“便成为分 

队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校部召开的分队长和班长会议”。参会骨干中，有几人是“公安机关派来 

的学习人员，他们和校部掌握着重点对象的全部材料”。⑨ 太行区党委党校整风班的组长多由县委 

书记或军队干部、保卫干部、公安局长担任。上级在各组还设有辅导员，“一般是在前面的整风中 

选拔出来的比较过‘硬’的干部”。⑩ 但这种安排也容易导致“左”倾“经验”的传播延续。后来区党 

委在总结整风审干中的偏差时，就提到这个问题。@ 

三、“反省”与“坦白”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的三大作风之一，通过整风期间以“反省”“坦白”为主的广泛实践， 

中共将其树立为自身的党建传统。为使农民出身占多数的党员干部群体对“反省”的精神和实质 

加深理解，中共形象地以“脱裤子”“割尾巴”作比。“脱裤子”须不怕出丑，因为裤子里躲着三风不 

正的尾巴。“割尾巴”意为勿怕痛，尾巴“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⑥ 整风文献公布后 ，相关学习 

① 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冀南革命斗争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版，第275页。 

②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418页。 

③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63页。 

④ 《中共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1943年7月9日)，《解放 日报》，1943年 8月2日，第 l版。 

⑤ 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第93页。 

⑥ 勇为：《整风经验介绍》，二地委：《整风的两个经验——经验介绍之六》(1944年 4月1日)，石家庄市档案馆藏，1—1— 

25—2。第2页。 

⑦ 古丁：《小组学习方法初步小结》，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组教科编：《整风资料》第4期，1945年1月20日，河南省档案馆藏 

(以下简称“豫档”)，G07一O1—4l—O1，第 1页。 

⑧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1943年8月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590页。 

⑨ 武常毅：《风雨生平录》，出版信息不详，第38页。 

⑩ 阮章竟口述，贾柯夫、方铭记录整理：《异乡岁月：阮章竞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69页。 

⑩ 参见张磐石《关于干部教育工作——如何继续完成整风与今后新的干部教育计划》(1945年 2月在地组联席会议上的报 

告)，《党的建设》，第398页。 

⑩ 《教条和裤子》，《解放 日报》，1942年3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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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粗读”“精读”两大阶段，而“精读即包括着反省，离开反省，即无所谓精读”。① 故“反省是整 

风的关键，没有反省便谈不到思想改造”。② 

然而，整风伊始，反省这个核心环节就出了问题。一方面，由于这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党员 

干部思想意识修养的一种新方法，很多人不知具体应如何进行。不同文化水平的干部，其反省各具 

不足。山东分局党校检查学员反省笔记后发现：“文化水平高的，笔记都写得空洞，议论多，反省 

少”；工农干部虽一提笔就反省实际，但“不能在认识上展开”；一般文化程度干部则“议论不像议 

论，反省不像反省”。③ 另一方面，如北方局机关的一位干部所述，即使在学了整风文件、对自身错 

误已充分认识之后，欲作“深刻的反省也还是不容易的”。④ 毕竟“脱裤子、割尾巴”“总之未必是很 

舒服的事”⑤，不少干部对其担心甚至抵触。运动初期，“普遍的特点”是“光读文件，不反省自己”。 

还有人提出“在实际工作中整风”，意为“工作做好了就是整好了风”。⑥ 为推动反省，1943年初北 

方局从过去一年的干部笔记中挑选了四篇典型，汇成一本名为《思想反省选集》的小册子，分发各 

地。此后有干部的反省内容虽发出“党八股的气味”，“从反省选集的公式出发”⑦，但这种示范仍 

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过反省，一些干部表示在思想意识上有所提高。时任太行三地委组织部部长王谦表示：原来 

我“总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行。一整风，一进行反省，可不是那么一回事”。经过整风，认 

识了自己过去的缺点和毛病，“真正是反省到深处了”。⑧ 与他同批参加运动的干部，也大多认为整 

风反省“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比较深刻的全面地认识了自己”。⑨ 在晋绥八地委集中整风的一名干 

部也说：过去“搞抗 日、干工作主要凭的是觉悟和热情”，这次整风“使我思想豁然开朗”，通过在反 

省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体会得深刻多了”。⑩ 

随着审干问题被日益强调，“反省”开始向“坦白”发展。虽然二者一脉相承，但仍有区别，主要 

是侧重点不同。处于“反省”层次的“自我批评”，偏重于揭露思想意识问题。北方局所选反省范例 

中，每个干部都结合成长经历，以剖析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落脚点。⑩ 事实上，整风初期中 

央并不提倡在批评与 自我批评中过分关注个人的细枝末节问题。“有的放矢”中的“的”，主要指 

“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毛泽东曾表示：“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 

不必多所指摘”，“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 

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⑥北岳区抗大二分校在总结整风时也批评道：干部 

反省“多停留在 日常生活细节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方式问题上”，“有的竞完全离开文件专在日常生 

① 

② 

18页。 

③ 

6页。 

杨献珍：《介绍北局地委会议整风学习的经验》(1943年 11月)，《山西革命根据地》1991年第4期，第4页。 

思汉：《总直整风动员大会记》，北局集总直属机关学委会编：《整风周报》创刊号，1943年 l1月27日，晋档，B4—0062，第 

《山东分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经验介绍》(约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鲁档”)，COO1—01—0098—003，第 

④ 刘清训：《漫谈反省中的内心斗争》，《论思想意识》(整党参考材料)，东北书店 1949年版，第104页。 

⑤ 《教务和裤子》，《解放 日报》，1942年 3月9日，第1版。 

⑥ 献珍：《对整风认识的检察》，《整风周报》创刊号，1943年 11月27日，晋档，B4—0062，第 11—12页。 

⑦ 李培南：《分局党校讨论反省自传的介绍》，《论思想意识》(整党参考材料)，第116—117页。 

⑧ 王谦在1991年6月的谈话，转引自张国祥《山西抗日战争史》下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38页。 

⑨ 《北局关于北局党校(即地委会)整风学习的总结与经验》，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党的生活》第66期，1943年 11月5日 

晋档，B2---'0250，第 1—2页。 

⑩ 李立功：《往事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 1OO一1O1页。 

@ 参见中共北方局编《思想反省选集》，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 1943年翻印。 

⑩ 《把“矢”拿稳把“的”认清》，《解放 日报》，1942年4月 14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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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零碎问题上打圈子”。 

发展至“坦白”层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强调向党毫无保留地反映问题。晋察冀分局领导 

人这样阐释：对党坦白“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的表现”。“每个党 

员把自己所做过、见过、听过、想过的，都要忠实地告诉党。同时，坦白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一切，作 

‘洁身自好’的表现就算完了，举凡对于周围的同志，对于领导上的意见，都应全部告诉党。因此， 

坦白运动是一个党员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他的‘新我’与‘旧我’的斗争”。② 

组织上发出“向党坦白”的号召后，干部群体的反应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如平原分局 

六地委总结，干部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前进的积极分子”，“占极其少数”；第二种是在前进与倒 

退之间动摇着 ，“占绝大多数”；第三种是落后的，“也占极少数”。③ 后两种人对坦白是顾虑甚至抵 

抗的。有的地方曾归纳坦白初期干部的几种心态及表现：问题严重者担心受组织处分，党籍不保。 

问题稍轻者也顾虑坦白后个人威信、形象受损。有的人抱着侥幸心理，“我不说谁也不知道”。还 

有的认为其问题“联系别人，说出了他有伤情面”。更有甚者干脆采取对抗态度，认为自己的老毛 

病坦白也改正不了。④ 对绝大多数“动摇”的干部来说，即使坦白也难一次彻底。山东分局党校领 

导人总结了不彻底坦白的现象：避重就轻，有所保留，捏造历史，夸大自身革命性，承认事实、但不上 

升到一定思想原则或承认大原则无具体事实，等等。⑤ 

面对以上情况，前述“两种领导”就发挥了作用。在各种具体方法中，“典型示范”被经常使用 ， 

效果明显。冀鲁豫区党委注意重点教育“有问题的分子，使其觉悟，准备在将开展的坦白运动中放 

头一炮”。⑥ 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从典型发言开始即开展了大胆之自我批评，两天即形 

成运动”。“每个典型发言都对大会起了推动作用”，且干部大都“围绕着几个典型”进行批评与自 

我批评。⑦ 

经过领导推动及深入自我批评，干部队伍的问题逐步显现。太岳区在第一阶段党风学习后，就 

发现干部有贪污、政治动摇、被捕变节、隐瞒成分和年龄、冒充学历、修改党龄及履历、泄露秘密等问 

题。⑧ 晋察冀平西地委整风班第二轮坦白结果显示，有政治方面问题的占33．3％，有社会关系、个 

人履历方面问题的占8．3％，有品质道德方面问题的占40．4％，有思想意识方面问题的占23．7％。 

有的干部坦白出不止一种错误。⑨ 

其实，中共干部群体的上述问题并不是在整风时才首次显露出来的。几年前“巩固党”期间， 

各地已“洗刷”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如一位干部所言：“臭包袱每人不同程度地都有点儿。”⑩面 

① 李志民：《半年来干部整风学习——摘录抗大二分校五期预科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一段》，《战线》第101期，1943年 1月 l5 

日，晋档，B2一o447，第5O页。 

② 《开展坦白运动，是我们整风新阶段的中心任务——刘澜涛同志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分局军区直属各机关干部大会 

的讲话》，河北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冀档”)，578—1—11—5，第8页。 

③ 冀鲁豫分局六地委会 ：《地委整风班第五期学习总结》(1945年)，鲁档，G052—01—127—1，第6页。 

④ 王奇：《学习时事反省态度检查》，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组教科编：《整风资料》第4期，1945年 1月20日，豫档，GO7一 

O1—41—01，第8—_9页。 

⑤ 李培南：《分局党校讨论反省 自传的介绍》，《论思想意识》(整党参考材料)，第116一l17页。 

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向北方局、党中央的报告》(1944年4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 

第283页。 

⑦ 李雪峰 ：《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年 1月)，《党的建设》，第360—36l页。 

⑧ 刘锡五：《关于太岳区整风情况向党中央的报告》(1945年 1月25日)，《太岳抗 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30页。 

⑨ 武光：《赶上去!——在中共平西地委党校整风班开学典礼的报告》(1944年7月2日)，《征程漫漫——武光文集》，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一l15页。 

⑩ 刘苏：《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学习的回忆》，《刘苏》，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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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坦白出的大量问题，领导上本应予以调查研究，冷静分析。但在残酷的战争状态下，高度紧绷的 

对敌斗争神经容易使领导者对问题产生过分估计。例如，1943年 9月，太行分局电示冀南区党委： 

“从地委县委同志整风中看出党的思想紊乱达到惊人的程度”，“要足够估计敌特国特对于冀南党 

的危害”。① 上级这种对形势的判断，也成为冀南整风审干日后出现问题的催化剂之一。 

不过，大量问题的暴露，也说明中共整风审干之必要。而统一思想，特别是统一干部对国民党、 

蒋介石的认识及态度，则显得更加紧迫了。在中日两国民族战争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党员属于 

“抗日党员”，“是为了打 日本、争民主而加入革命的”，只有民族观念②，“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 

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⑧ 据太岳区整风学校统计，在未深入学习前，干部“对国民 

党、蒋介石有很多糊涂观念”。640人中认为蒋是民族领袖、伟大人物的占1／3，认为蒋抗战即是不 

反共的占18．2％，认为蒋是自动抗战的占27．8％。④ 太行区也发现，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有干部对 

党的观点表示怀疑。⑤ 此类认识上的模糊甚至摇摆，很不利于中共当时及 日后与国民党展开政治 

角逐。因此，中共下决心改造干部思想，加强其阶级意识，力求保持进而提升组织的战斗力。 

通过发动反省坦白，中共在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改造了干部。平原分局书记黄敬曾说：整风中 

“最有收获的”是“自我批评武器举起了”，“把不敢见天 日的事公之于众了”。⑥ 太岳区总结称：经 

过坦白，干部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很多同志也找出了自己的主要毛病，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或大 

或小的克服，在这个克服过程中就有了进步”。⑦ 此阶段的运动虽有问题，但总体仍较平稳。如北 

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向中央汇报的那样：有的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不过还未出现“违反政 

策的倾向”。⑧ 据当时平原分局党校一位整风组长王仲儒回忆，其组内有一名干部说不清 自身经 

历，“交代了又推翻，推翻了又交代，反复十多次，态度很不诚实”。小组采取严肃态度，没给其扣帽 

子，也未隔离审查。最终上级决定“暂不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⑨ 可见，这一阶段的整风纵然 

紧张，却不属所谓“过火斗争”之范畴。 

四、“抢救”干部 

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后，延安各机关开始公开广泛地审干和反特。7月 15日，康生 

在中央直属机关反特斗争动员大会上做了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渲染“特务如麻”的紧张气 

氛，“使延安立即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特运动，即‘抢救运动”’。⑩ 这是前段整风审干的 

继续，相关做法也传到了华北各地。 

“抢救运动”在华北四大根据地并非同步掀起，基本上是 自西向东渐次展开。紧邻陕甘宁边区 

① 《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关于冀南工作指示电》(1943年9月7日)，《冀南历史文献选编》，第471页。 

② 宗凤鸣：《理想 ·信念 ·追求》，香港，新风出版社 2004年版，第95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75页。 

④ 郭钦安：《整风学校工作总结》(1945年5月23日)，《太岳抗 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87页。 

⑤ 参见张磐石《从整风看干部思想与干部教育——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党的建设》，第380页。 

⑥ 《黄敬同志在区党委整风中心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44年4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第298页。 

⑦ 王鹤峰：《从最近学习情形谈起到今后要怎样学习——在审干开始时的报告》(1944年6月 1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 

文献选编》，第605页。 

⑧ 刘锡五：《关于太岳区整风情况向党中央的报告》(1945年 1月25日)，《太岳抗 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28页。 

( 王仲儒：《忆平原分局党校整风》，《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1辑，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四川联络组 1987年编 

印，第107一lO8页。 

⑩ 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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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晋绥根据地行动最早。1943年 8月，分局向各地委布置了整风反特工作，约两月后转人“抢 

救”。① 不久，相关经验传人太行根据地②，影n~N：tl：方局机关及党校、太行区党委党校、冀南整风 

队等多个单位。晋察冀的“抢救运动”自1944年春开始。③ 山东的情况相对特殊。由于罗荣桓的 

抵制，“抢救失足者”这一“El号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④，但该区整风审干在 1944年秋后一度出现 

扩大化问题，其实也带有“抢救运动”的部分特征，只不过山东分局自主纠偏十分及时。晋冀鲁豫 

根据地中的冀鲁豫区，因审干开展较晚，吸取了太行等地“左”的教训，几乎没有将反特运动付诸实 

践，审干搞得比较平稳。⑤此外，“抢救运动”未蔓延至一些基层单位。⑥ 像晋西南这样非中共控制 

区域的党组织，也根据自身斗争需要，没有大搞“抢救”。④ 

“抢救运动”扩展至华北各地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当时中央政策指示或经验举措的传达与推 

广确实因地理及战乱阻隔而需要时Et。不仅如此，地方党的自主性也随着同延安在空间距离上的 

拉大而有所增强。晋绥根据地临近中央，康生常对之进行指导，在临县搞了一个“抢救试点”⑧，还 

不断提供“特务”的“线索”。⑨ 其报告也是该区干部的学习文件之一。⑩ 而《抢救失足者》小册子 

寄到山东时，罗荣桓看过却表示“不要向下分发”。⑩ 后者明显可以更加灵活地开展工作。不过，地 

方自主性的增强并非意味着中央权威的削弱。运动期间，中央派遣了几位干部分赴华北各处指导 

整风，本意是加强领导，不想倒推动了“抢救经验”的扩散。⑩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对中央及 

其派员的尊重与盲目服从。 

当然，“抢救经验”被推广至华北并得到响应，也与斗争形势愈发紧张有关。自日伪推行“治安 

强化运动”及国民党加紧反共以来 ，各根据地因特务奸细破坏而受到很大损失。北岳区某地委所 

属各县，1942年9月至 12月，损失了约 1／6的干部，48％的被捕者系因“奸细告密”而陷于敌手。⑩ 

冀南区在1943年6月表示：“我们一切组织建设有被特务摧垮之危险。” 太行区的特务活动也很 

猖獗，经常“割电线、放毒、打黑枪”⑩，还发生国民党女特务勾引八路军警卫人员，企图放毒谋害彭 

① 《关于整风审干的检查及今后的方针——林枫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晋档，B4—0070， 

第3页。 

② 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03页。 

③ 参见王建中《军旅足痕》，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59页。 

④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311页。 

⑤ 王宏坤曾先后考察过北方局党校、冀南整风队和平原分局党校的整风审干情况。经过比较，他认为“平原分局党校的整 

风运动搞得稳妥得多，成功得多”。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16页。 

⑥ 参见李慧德《五台县级机关整顿“三风”概况》，《难忘的岁月》，中共五 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印，时间不详，第 132— 

138页。 

⑦ 中共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甘一飞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33页。 

⑧ 李大钧、李大宏：《云中骄子赵革非》，《大同文史资料》第31辑，大同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2OO1年编印，第76页。 

⑨ 参见刘惠农《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张庆泰主编：《忆林枫》，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92页；张稼夫：《庚申忆逝(之 

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8辑，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51页。 

⑩ 参见赵展山《我在河曲的革命活动》，《河曲文史资料》第 1辑，河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编印，第38 9页。 

⑧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311页。 

⑥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 1999年版，第170页；王建中：《军旅足痕》，第 159页；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311页；陈华鲁：《大众日报史话(1939--1949)》，第232页；刘星宜：《杨奇清传》，群众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53页。 

⑩ 《干部严重损失的经验教训》，《战线》第 101期 ，1943年 1月15日，晋档，B2—0447，第52 3页。 

⑩ 《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今后十个月的工作方针》(1943年6月1日)，《冀南历史文献选编》，第448、438__439页。 

⑩ 杨蕴玉：《抗战时期我在辽县工作的回忆》，《左权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 1辑，左权县史志办公室 1987年编印，第22页。 

】39 



抗 日战争研究 2017年第4期 

德怀的事情。① 面对如此形势，六七月间中央接连向全党或华北发出指示，反复强调清查内奸问 

题。②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党的领导机关对局势的基本判断自然与中央保持一致。1943年9月，彭 

德怀在讲话中就提及“拯救某些失足分子”的问题。⑧ 邓小平继任北方局书记伊始，“立即抓整风 

运动，展开审干反奸的斗争”。④ 

此前干部坦白的情形表明，大多数人身上都存在“突破口”。不过，首当其冲的还是知识分子 

干部。1943年中央给华北的几份反奸指示中，多次强调抗战后打入党内的奸细大部分是青年知识 

分子，其中有高等特务，难以清查。⑤ 在这种导向下，有的地方出现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情况。据回 

忆，冀南整风队搞“抢救”时，“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就怀疑他是特务，询问发展人是谁。若对方 

否认，就以“特务都发展知识分子”为据继续迫问，导致“知识分子出身的学员都不愿说自己是知识 

分子”。⑥ 八路军军工部也把一些知识分子搞成“特务”⑦，有些被关进“隔离室”。⑧ 晋绥区兴县县 

委的“整特”首先从文教部门打开缺口。“很多工农出身的干部看知识分子就不大顺眼，运动一来， 

首先就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⑨ 

另一类“抢救”重点是从国统区、敌占区进入根据地且历史复杂的干部。与此相对，红军干部 

和一直在根据地内工作的地方干部，一般容易过关。曾在晋绥八地委亲历运动的李立功表示：“像 

我们这些从根据地去参加整风的干部，没有在敌占区呆过，没有被捕坐过牢，比较清白，在审干中是 

积极分子，属于依靠对象。被审查的主要是那些从敌占区来的或曾经被敌人抓捕过的人。”⑩刘华 

清也说：当时“那些过去在白区工作过、在白区入党、在根据地搞过地下工作的，都要说出通敌的事 

儿。我很幸运，我是红军，没整到我头上”。⑩ 至于兼有以上两重身份的干部，其在运动中更要面对 

重压。 

“抢救运动”加剧了党内的紧张气氛。太行区党委在 1944年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干部坦白 

的“高潮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领导同志，高度地提起了全党的警觉”。@ 但这种过度警惕很容易导 

致怀疑范围扩大，产生冤假错案。当时经“查实”的“特务”可能面临严厉惩处。冀南五分区的地委 

书记和行署主任都被整成“大特务”。⑩ 据说北方局保卫部最初提出将二人“定为死罪”，后来中央 

① 彭雪枫：《严重警惕——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词》(1943年9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 

编：《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② 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76、278页；王秀鑫：《延安“抢救运 

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3页。 

③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彭德怀在北局党校地委会议的讲演》(1943年9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6卷，第749页。 

④ 李新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91页。 

⑤ 参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276、278页。不过，中央的观点也不无道理，日伪在开展“治 

安强化运动”期间，就以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青少年为主要政治宣传对象。参见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第89页。 

⑥ 王佃 臣：《向着最后的胜利》，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1页。 

⑦ 张贻祥：《太行十年的几次接触》，陈建辉、袁树峰主编：《邓小平与河北——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周年》，河北人 民出 

版社 2004年版 ，第 39页。 

⑧ 李滔、易辉主编：《刘鼎》，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89页。 

⑨ 周士元：《踏遍青山不觉累：李昌传》，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136页。 

⑩ 李立功：《往事回顾》，第 102页。 

⑩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4年版，第123页。 

⑩ 《中共太行区党委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7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367页。 

⑩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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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方针下达才使他们免于一死。① 面对巨大压力，一些干部背上了思想包袱。冀南整风队有 

人“总想不开，老是哭，把眼睛都哭坏了”。② 更有甚者萌发轻生之念，而自杀在那时被视作“威胁 

党”的手段。③ 不仅组织上有这种认识，参加运动的许多干部也持有类似观点。太行区党委党校整 

风班的一位干部意外身亡，消息传开后学员“群情激愤”，认为“自杀就是叛党，要求开批判大 

会”。④ 党内“左”倾情绪的弥漫可见一斑。 

“左”的问题还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干部对组织以及干部间产生互不信任甚至对立现象。 

就连尚未进行反特的平原分局党校 ，也因冀南整风队的并入，形成“草木皆兵”的气氛，“只相信 

自己人不相信其他人”的情绪蔓延 ，且在同级干部中也“发生 了老干部对新干部 ，工农对知识分 

子，部队对地方不信任与对立”。⑤ 至于其他根据地，运动给干部和组织造成的冲击更重。如太 

行区党委总结的那样 ：“受了整风审干中左的刺激”的干部，情绪“一般是不易转变的”，容易对 

组织产生“怀疑与反感”。⑥ 上述问题也为国民党所利用。晋绥八分区的一名干部，在分局党校 

整风中遭受打击 ，被派到太原做城市工作后叛逃。在国民党的一次政治作战会上，他专门介绍中 

共整风的“左”倾问题。国民党将其报告收入一本名为《中共现形》的小册子出版，以丑化中共 

形象。⑦ 

“抢救失足者”在党内进行的同时，也向党外蔓延。据称，晋绥分局所驻村庄，一度几乎全村人 

都被指为特务。⑧ 冀鲁豫区党内整风审干搞得比较平稳，边区第三中学却酿成了反特扩大化的悲 

剧。⑨ 社会上锄奸反特运动的扩大可能引发群众恐慌。1944年 7月末，毛泽东略带担心地询问各 

地：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等运动，对“党外人士的团结 ，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 

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⑩面对集中出现的问题，地方党的部分领导人已感到事态 

严重。他们虽未无动于衷，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也没有勇气公开提出反对意见。⑩ 因此 ，只能寄希望 

于中央指示了。 

五、纠正“左”倾 

1943年春延安大规模审干时，中共就察觉运动中存在“左”倾问题，并有纠偏指示陆续出台。7 

月 1日，毛泽东提出防奸的两条路线，正确的是“九条方针”，错误的是“逼、供、信”。⑩ 8月 15日， 

中央又对“九条方针”作了具体阐释。⑩ 随着各地群众性锄奸反特和党内“抢救运动”日益出现“捉 

① 刘建章：《我的九十年(1910--2000年)》，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② 王佃臣：《向着最后的胜利》，第81页。 

③ 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第 191页。 

④ 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 3期，第93页。 

⑤ 《平原宋(任穷)、黄(敬)等关于整风审干偏向致北方局电》(1944年9月28日)，鲁档，GO52—0l一0298—001。 

⑥ 张磐石：《从整风看干部思想与干部教育——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 年 8月)，《党的建设》，第391页。 

⑦ 参见张鉴《中共怎样整风》，《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 1946年版，第25_34页。 

⑧ 张成德、孙丽萍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第3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⑨ 参见《“反特事件”始末》，中共菏泽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冀鲁豫边 区第三中学校 史编委会编：《战火中的摇 

篮——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68—169页。 

⑩ 《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1944 年7月28日毛泽东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册，第299页。 

⑨ 参见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第123—124页；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第l14页。 

⑩ 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页。 

⑩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9__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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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损伤了人”①等严重错误，中央自11月起接连给华北及其他根据地下 

达了更有针对性的纠“左”指示。综合几份文件内容，其要点如下： 
一 是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则。1943年 11月，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指出根据地内的反 

特“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的特殊性”，“如果要强调的话 ，则应懂得正是在前方战争环境中，更应执行 

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在严重环境下正确地保证反特务胜利”。② 同年底，中央在致华 

中局、山东分局的电报中，不仅具体解释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则，还阐明禁止杀人的意义：如 

此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 

后挽救之余地”。⑧次年二三月，中央又先后提醒北方局、山东分局注意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 

捉”原则。④ 

二是叫停群众性“抢救”大会，反对无限追查所谓“特务”问题。1944年 5月，中央指示：在已 

进行群众性坦白、反奸运动的地区，应适当暂停坦白大会，“使干部脑子冷静一下”。运动尚未深入 

的地方，“不要采取抢救运动的方式”，而应“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形 

式。中央还强调：“即使坦白出特务问题，如果没有确实证据，或有证据而无紧急处理之必要时，亦 

可暂时不加深追”。这样便于启发坦白者自觉性，解释宽大政策。⑤ 面对“左”倾问题的继续蔓延， 

同年秋，中央明确指示北方局及太岳区“立即停止坦白运动”，“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对于一切坦白 

分子一律不要加以追问”。⑥ 11月26日，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在重申上述精神同时，要求“经 

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与变相肉刑”等行为。⑦ 

三是提出甄别“特务”，平反冤假错案。1944年 1月，中央书记处指示各地：根据延安经验，已 

坦白者大致可分为六类：职业特务、变节分子、有党派问题的人、被特务利用和蒙蔽者、犯党内错误 

的人、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职业特务是极少数”的，故对所有坦白分子要进行复 

查，根据其结果加以平反。⑧ 须指出的是，甄别其实并非专门的纠“左”措施，而是正常锄奸反特工 

作中的固有环节。因此“抢救”中个别思想“左”倾者认为：“坦白阶段不必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只 

是甄别阶段的事。”( 中央提出复查，意在加强调研，其还多次提醒各地绝不能轻信口供。⑩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的指示》(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第7册，第508页。 

② 《毛泽东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审查干部决定给邓小平等的电报》(1943年 11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 

1949)》第2O册，第630— 31页。 

③ 《关于在反特斗争中坚持少提少杀及少提不杀方针的指示》(1943年12月27日毛泽东、康生致华中局等电)，《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14册，第14O一141页。 

④ 参见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O9_5lO页；《中共中央北方 

局》综合卷，第283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的指示》(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第7册，第510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反奸斗争中防止扩大化的问题给王鹤峰同志的指示》(1944年9月 13日)，《太岳抗 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 

编》，第616页。 

⑦ 参见《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 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册，第 

401—_402页。 

⑧ 《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1944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 14册，第159页。 

⑨ 王林：《抗战日记》，解放军出版社 2009年版，第311页。 

⑩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的指示》(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第7册，第509页；《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 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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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局及各分局对中央系列纠“左”指示十分重视。邓小平不仅及时表态，还多次主持会议， 

讨论相关工作，重申中央强调的稳健方针，并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阐释宽大政策。① 不过， 

有的地方在把握中央纠偏政策方面经历了一段摸索。② 到 1944年下半年，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纠 

“左”逐渐显出成效。平原分局领导人此时向北方局提出对过去整风审干做一结论“以便向下级传 

达解释”的建议，还申请为运动中的几个被重点怀疑的干部做结论。③ 

在各种纠“左”措施中，甄别平反与干部的个人利益最为关切。了解到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后， 
一

些干部开始否认或部分否认此前“坦白”的“事实”。晋绥某地委 396名“坦白分子”中，有 173人 

“翻供”。④ 一个地委就须复查数百名干部的各种问题，足以说明甄别平反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各 

地在此方面均作了不少努力。晋绥的“抢救”爆发较早，善后工作也先于华北其他地方。1944年2 

月，分局党校已开始调研。为配合甄别，党校四部全体学员移至公安总局驻地。⑤ 晋冀鲁豫有的地 

方还召开了“平反示范大会”⑥，以扩大影响。 

华北各地执行中央新指示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党内基本实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目标，被 

集中起来的大批干部获得安置，其中也包括“坦白分子”甚至“特务分子”。例如，平原分局从 1944 

年秋起着手整风收尾及干部安置工作。对于“坦白分子”，分局首先进行安抚，指示各地委在他们 

到岗后继续对其“进行耐心的教育”，并“在政治上生活上多方注意”，“在态度上不应有丝毫的轻 

视、冷淡或刺激”，对其家属亦应予以适当照顾与解决。在分配工作方面，分局提出，“应注意其工 

作位置，不能低于原来的工作位置，以免得他们的怀疑”。⑦ 至于“特务嫌疑严重”者之处理，分局 

领导人给出的意见是“游动工作”⑧，即调离原岗。不过，对于地方中高级干部来说，“身负悬案”仍 

对其任用造成一时影响。据回忆，冀南区四地委领导人王任重在整风中被怀疑为“托派”，致使黄 

敬有意调其担任分局宣传部长“未果”。后来王赴延安，问题得到甄别，组织上做出结论，他才得以 

重返冀南，继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⑨ 

很多干部与王的情况不同，虽获得工作，但组织上未做出明确结论。这也表明此次甄别平反遗 

留一些问题。在中共的运作传统里，党组织给党员的鉴定结论具有很大效力及权威性。正因如此， 

审干中不少干部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结论问题。虽然做结论不等于平反，但干部毕竟能据此了解 

组织上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且若本人确无问题，一纸结论更能让干部以“清白之身”投入工作。诚 

如有人所考虑的，“如没有结论 ，如何出去工作呢?”⑩然而，当时确有一批干部是在未获结论的情况 

下重新工作的。晋绥某地委对“翻供”干部的复查结果显示，明确查清消除嫌疑的仅占不足 20％， 

其余均是“未查清或未作结论者”。⑩产生这样的问题，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从主观上看，一些领导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负责干部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太行区党委 

① 参见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卷，第496---498、511—512页。 

② 参见《中共太行 区党委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第369页。 

③ 《平原宋(任穷)、黄(敬)等关于整风审干偏向致北方局电》(1944年9月28日)，鲁档，G052—01—0298—001。 

④ 《二地委整风的经验教训》，晋档，A44—2—37一l，第 1O页。档案原文中将“翻供”误写作“反供”。 

⑤ 周少卿：《九十行过——任子良纪略》，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1年版，第63页。 

⑥ 参见《对过去十个月来整风审干工作的检查和如何开展今后的甄别工作——菁玉同志在平原分局党校第三大队全体党 

员大会上的报告》(1944年 11月5日)，鲁档，G052—01—0258—003，第4页。 

⑦ 《分局组织部对整风后的同志的教育意见》(1944年9月 18日)，鲁档，G052—01—002—004，第1 页。 

⑧ 《平原宋(任穷)、黄(敬)等关于整风审干偏向致北方局电》(1944年9月28日)，鲁档，G052一O1—0298—001。 

⑨ 宋任穷：《悼任重同志》，《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498页。 

⑩ 理京、理红整理：《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578页。 

⑩ 百分比系本文作者统计，参见《二地委整风的经验教训》，晋档，A44—2—37—1，第1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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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批评一些领导者，纠“左”之后“不理解新事物而迷恋于旧的一套”，“不检讨 自己”。① 类似问 

题在冀南整风队表现得更明显。“九条方针”下达后，领导上迟迟不组织参加整风的干部进行讨 

论 ，“决定不与他们见面”。② 后来，该情况被反映至邓小平处。负责整风的两位领导受到邓的当 

面批评，回去“立即组织召开了反 ‘左 ’大会”，“宣布成立甄别工作办公室”，相关行动才逐步 

展开。③ 

从客观方面讲，战时诸多条件的限制确令调查取证难以有效开展，相关人员的牺牲或失联更有 

可能使个别干部的问题变成无法解决的悬案。因此，即使在党组织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恐怕仍 

难保证甄别平反的彻底性及所作结论的精准性。太行区对整风审干、反特运动遗留问题的数次甄 

别复查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亲历太行整风的干部称：区党委纠“左”后“放了一大批人”，“并进行过甄别工作”，但“不够普 

遍”。④ 事实上，中央对此很重视。1945年初北方局准备移驻冀鲁豫之际，八路军总部⑤与野战政 

治部两机关仍被要求留在太行，任务之一便是“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⑥ 这次清理不完全，是 

“因环境分割材料不足”。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区党委又组织了两次集中复审，后者规模较大，历 

时半年多，涉及干部 1400余人，约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0％，经调查做出结论者 1339人。与前次复 

审相比，特务减少 72人，特嫌减少 335人。⑦ 本轮复审的深人程度虽远超以往，但仍有近百人的问 

题未能解决。被复查的1000余名干部，恐怕也非昔日参加运动人员之全体。据回忆，太行区整风中 

个别被组织上认定为“特务”的干部，其情况实际极为复杂。能提供证据或线索的多位当事人在后来 

的调查中各执一词。相关问题直到1949年后中共再度审干时，经多部门联合取证才获“释疑”。⑧ 

结 语 

1945年夏，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大部结束。虽然多地仍继续开办整风班或依托党校组织 

干部整风，但此时已回归“学习运动”，且学习的重点转向中共“七大”文献。⑨ 可见，整风审干运动 

已事实上结束，然其影响却十分深远。 

中共是一个旨在通过革命手段夺取并巩固政权，以实现 自身政治理想的革命政党。抗战对党 

的成长及建设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在广阔敌后区域开辟根据地，中共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局部执政 

经验，还在此过程中迅速扩充党组织并壮大军事力量。但如何以党的意志和理念去整合、训练乃至 

① 张磐石：《关于干部教育工作——如何继续完成整风与今后新的干部教育计划》(1945年 2月在地组联席会议上的报 

告)，《党的建设》，第399页。 

② 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第115页。 

③ 郭森：《四十年风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95—196页。 

④ 杨蕴玉：《抗战时期我在辽县工作的回忆》，《左权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1辑，第22页。 

⑤ 八路军总部，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简称“集总”)。1943年 1O月，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署办公，此后主要指 

挥一二丸师部队。一一五师、一二0师和各军区由军委总部直接指挥。 

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1945年 1月23日)，《八路军 ·文献》，第 1057页。 

⑦ 《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复审整风审干遗留问题的初步总结》，中共中央华北局建设编委会编：《建设》第40期，1949年9 

月25日，第8--10页。 

⑧ 参见阴发祥《审干工作重在实事求是》，《阴发祥纪念文集》，济源市中共党史学会2005年编印，第 131—132页。 

⑨ 山东分局党校至 1946年 8月初，已办至第十九期。(参见《党校第十九期整风总结》(1946年8月)，鲁档，G024一O1— 

0383—001)晋察冀有的分区在 1945年7月底时，还抽调干部整风。(参见李春溪《战时回忆和 日记》，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7年编印，第58__92页)太行区党委党校第四期整风班至 1946年3月 15日结束，干部的整风学习材料中已增加了中共“七大” 

文献。(参见贾久民《太行党校第四期整风报告》(1946年7月)，《党的建设》，第422__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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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大批阅历各异、诉求不一的党政军干部，成为其必须面对和完成的课题。毛泽东曾敏锐地指 

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审干”本是中共的一项 日常性组织工作 ，但当 

其与“整风”结合之后，效能大大提高，同时也解决了整训干部这一党的建设中之核心关键问题。 

由于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法的干部思想教育及改造受到高度重视，中共通过整风审干， 

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时干部集训方法，为 日后的党 

组织整顿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曾领导过北方局整风的邓小平这样讲：“没有那次整风， 

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 

面，运动在华北广阔区域是由北方局及各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指示领导进行的，步骤和方法与延 

安基本一致，这展现了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③的中共所具备的组织能力。另一方 

面，不同于延安的是，华北地处敌后，运动展开的速度及程度受到动荡战争环境的制约，各根据地结 

合自身实际安排相关工作的具体情形也有区别。这种复杂性表明，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层级众多、党 

员干部数量巨大的政党而言，在党内开展大规模运动，犹如建设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故而其间 

出现偏误恐怕在所难免。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是多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华北的情 

况来看，中央在延安积累整风审干经验的同时，还关注着运动在各地的开展状况，常指导督促。而 

客观环境差别容易造成根据地相关工作晚于延安的问题，甚至给人以“落后”的感觉。为了追赶中 

央的步伐，地方党的领导人有时会产生急躁冒进情绪，盲目照搬延安的经验，紧张的战争环境也使 

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可能出现偏差。不过，中央的纠偏较为及时，地方党组织进行的具体甄别工作 

同样有一定成效。整风审干在华北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共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艰难繁复，还展现 

了当时党的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间比较顺利的互动与协调。这一过程本身，亦锻炼了中共各级 

干部从不同实际情况出发查找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党领导革命战争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做好 

了干部准备。 

[作者程斯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 1O月 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②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 151页。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 1O月 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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